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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簡要梳理了從帝制時代到上世紀 80 年代之前中國病

人自主狀況和相關社會理念的演變過程，並對其出現的特定歷

史條件進行了初步分析。中國傳統的病人自主權是整合在社會

禮法秩序中的病人家長制。雖然從中國近代到新中國成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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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病人自主狀況和自主權的概念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因

為它們幾乎都屈從於這兩個階段的社會政治運動，所以無法實

現基礎倫理結構和價值觀的轉變。目前中國從西方引入的現代

個人主義式的病人自主權概念，不僅與傳統的理解存在巨大差

異，也與當前的醫學生活與社會制度不完全匹配。在中國解決

病人權利保護的難題，不是任何一種單一化的理念引進、制度

改造或者政治運動就可以實現的，我們必須把自己的思考投入

到那個歷史與當下、理論與現實、中國與西方糾纏在一起的真

實的世界，才有可能發現問題的癥結並找到正確的方向。 
This essay offers a historical outline of the evolution of patient autonomy 

and related social and medical concepts in China from the imperial era to the 
1980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the idea of patient autonomy was totally 
absen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every area of society, from family 
to medicine, was structured according to a distinctively paternalistic model 
and regulated by ritual guidelines (lifa). Although the Western medical 
practices that arrived in China in the 1840s somewhat altered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medicine, and the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was viewed in a 
more egalitarian manner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in 1949, the 
effects of these changes were minimal due to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tim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aking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issues of patient 
autonomy and the rights of patients in China will aid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ing medicine in China and suggest ways of resolving 
ethical dilemmas and ambiguities at both a theoretical and a practical level. 

 

【關鍵字】歷史演變 病人自主權 古代醫學  醫學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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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自主權是目前中西醫學倫理學比較研究中的一個核心議

題。但我們今天在說“病人自主權”的時候，大多直接沿用了西

方現代醫學倫理學那種個人主義式的概念，並以此為基礎來對照

和批判中國的病人自主狀況。這些外來的觀念體系在面對中國醫

學實踐不免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例如：如病人屈服於家庭的

情感或者價值觀壓力而做出的選擇是否還算是自主決策？在無法

獲得病人自主意願的時候，家屬和醫生誰更擁有代替其做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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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倫理資格？這些問題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因為文化差異性，還

源於我們對中國病人自主狀況的歷史和現實缺乏全面細緻的剖

析，把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變成了在理論和概念層面的辯論。這

種已經脫域於歷史和現實的概念化的爭論，恐怕還不足以為解決

中國醫學實踐的難題提供有效的指導。本文將簡單梳理從帝制時

代到上世紀 80 年代之前中國病人自主狀況和自主觀念的演變，並

通過對其演化條件的初步分析，為今天更深入的研究和討論這一

問題提供一些參考。 

 

一、帝制時代的病人自主狀況、基本理念和影響因素 

 

中國帝制時代的醫患關係可以概括為整合在社會禮法秩序中

的病方家長主導模式。在這個模式下，作為整體的病家在醫療的

全過程均擁有較高的自主權，但作為臨床實踐中的具體個人，病

人和醫生都被嚴格整合在傳統的社會和家庭禮法秩序和權力結構

之中，病人、醫生與病人家庭三方需要依據具體的醫療和倫理情

境來靈活地界定各自的利益與權力。 

構成這一模式的影響因素很多，首先需要指出的，就是中國

傳統醫學知識論結構決定了它不可能建構出一種類似於西方近代

生物醫學的專業權威和專業壁壘。中國傳統醫學（包括其他技術

知識）與社會、人文學科在知識論起源和結構上具有的統一性（程

國斌 2013，79-102），使其基本概念、專業語言和技術行為與中

國人的整體文化語符和日常生活的高度融合在一起。中醫學基本

概念如“陰、陽、表、裡、寒、熱、虛、實”同時也是中國人用

來表述、規範和理解所有事務的通用符號（謝松齡 2008，2）；

中醫以自然存在的草藥、動物藥或礦物藥進行治療，再輔以中醫

師通俗、貼近生活的藥理學解釋，病家完全可以理解藥物之屬性、

作用和目標；另外，中醫經常使用的灸法、按摩、推拿等也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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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百姓可自己施行的手段（于賡哲，2006，62-73）1。所以對

中國病人，尤其是具有一定文化素養的病人來說，完全可以和醫

生比較自如地交流、理解，並且對醫生開出的治療方案進行積極

的評價、監控與干預（雷祥麟，2005，487）2。所以，中國傳統

醫學在其學理上需要將病人的主動性包容進來，在其現實性上也

不可能將病人的自主性排除出去。 

其次，中國古代醫學從業者沒有形成一個相對自治的、類似

於現代醫院和醫學會的專業活動空間和專家組織，而只有散佈在

不同時空維度 3下的家族化職業團體，這使其無法擁有基於專業

組織機構的社會權威（程國斌 2010，33-60）。雖然有學者認為，

儒醫群體的出現為中國古代醫療從業者提供了一個基於較高的道

德、知識、技能以及成員身份標準的組織結構，從而構成了最早

的專業共同體（即英文中的 Profession）（Chao Yuan-ling 2000，

66-93），但事實上，直到明、清時期，中國古代民間醫療市場都

具有高度開放、自由放任和醫者素質良莠不齊之狀況（祝平一 

2010，1-50），普通民眾很難對在從事醫療活動者的真實身份——

正統醫生、走方遊醫還是江湖騙子——進行區分，即使所謂的儒

醫也沒有一個統一的官方制度予以確認。 

另外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中國傳統醫療活動的實踐方

式。傳統中國社會最典型的診病流程是：醫生應請上門施診，在

病人家屬或朋友的監督下完成診斷並開出藥方，然後由病人家屬

照方抓藥、煎藥並提供基本的護理，所有這些過程皆在家中完成，

 
(1) 例如，根據于賡哲先生的研究，灸療技術從唐代起就已經在民間盛行，普通

民眾亦可執行操作。到了宋代以後，由於社會整體醫療水準的提高，其地位
才逐漸降低於針刺療法和藥石療法。 

 

(2) 相較而言，19 世紀現代醫學模式成型之後，各種專業術語、醫療儀器和制度，
將病人完全隔離在醫療活動進程之外，即使是具有專業知識的病人也很難介
入自己的治療活動。雷祥麟總結說：“伴隨著傳統病人（sick-man）角色的
消失，一個全新的、被動的現代‘病患’（patient）誕生了：他/她對自己的
病情完全無能為力，唯一能做的等待與忍耐。”  

 

(3) 這種職業團體的組織模式是很多樣化的，包括以師承或家族血緣關係的時間
線索進行組織，按照籍貫或執業區域的進行組織，也有以學會、行業協會或
具體機構實現組織，但總體上這些都不能構成一種基於專業身份的共同體建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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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外科手術也大多是在此類情境中實施的。故，中國古代病

家在選擇醫生、決定治療方案和執行醫療照護上都具有無可置疑

的自主權。雷祥麟先生曾經這樣描述：“在二十世紀以前的中

國，……病人這方全家都會參與醫療過程，而且握有最終決定

權，……如此一來，醫療過程便變成一個全家參與，又同多位醫

生磋商協調的複雜過程。”（雷祥麟 2005，477）作為一個附證，

清代名醫徐大椿所撰寫的《病家論》（徐大椿 1999）一文中，列

舉了十餘條病家的錯誤，均為病人或其家人不信從醫生、不遵醫

囑、濫施干預等行為，這充分說明了在中國傳統社會醫患關係的

基本結構中患方所擁有的高度自主性。但與此同時，古代中國的

醫生有權依據特定的理由拒絕提供診治服務，如徐大椿《醫學源

流論．名醫不可為論》說：“若此病斷然必死，則明示以不治之

故，定之死期，飄然而去，猶可免責。”有時甚至可以是醫生個

人性情喜好等在倫理上很難得到辯護的原因，如清代名醫王孟英

就曾以“藏拙”、“且杜酬應之勞”的理由拒絕出診（王孟英 

1999，174）。可見，病家掌控醫療過程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除

了醫生的部分責任，這時對醫生的行為起到制約作用的，一是醫

生個人的道德修養，二是在醫患之間有可能存在的社會倫理網路

關係。如前述王孟英的案例中，他最後出來接診是因為卻不過朋

友的情面，以及對方對自己品格的批評。 

至於病人與其家庭的關係，筆者並不贊同用“全家參與”簡

單描述之，因為這掩蓋了中國傳統禮法秩序下的家庭權力結構。

如果對目前留存的明清醫案進行仔細閱讀就會發現，在真實的醫

療活動過程中，病人全家（包括朋友）的確都參與到醫療決策和

照護當中，但起到主導作用的仍然是傳統家長制。其中，一家之

主——通常是家庭中最有地位的成年男性——承擔了選擇醫生、

主持診療過程、與多方協商並最後確定治療方案的主要責任。除

非病人本人就是家長，而且疾病也沒有削弱其在家庭事務中的權

力和地位，方可實現某種意義上的個人自主決定，而作為其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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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員的病人，在自己的疾病上雖然有一定的發言權，最終還是

要遵從家長的決定。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境下，如對幼兒或家中女

眷的治療活動中，家庭中地位較高的年長女性會起到很重要的作

用甚至可以部分決定醫療選擇（費俠莉 2006，249），但這些仍

然不會逾越傳統社會禮法秩序的基本規則。 

概言之，在中國古代社會，並不存在一種僅僅基於醫生和患

者這兩種專業角色而建構起來的醫患關係，醫療秩序緊緊依附於

社會禮法秩序。醫生與患者、患者與家人、醫生與病家總是需要

根據各方所屬的社會階層、家庭權力與利益結構，以及具體的醫

學情境來確認自身在具體醫療事務中的角色和相互關係。從這個

意義上來說，古代中國社會並不存在任何哪怕是相對獨立的病人

自主權和醫生家長權，因為所有的權利和權力都來源於特定的社

會禮法結構，這是由中國古代知識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大一統特質

所決定的，前者消除了醫學的專業壁壘，後者則決定了醫療空間

無法獨立於社會生活的一般秩序。這種結構使中國古代社會的醫

患關係沒有脫離出一般日常生活的規則與經驗系統，呈現出現代

西方學者所羡慕的人情味和親密的互動性（程國斌 2010，33-60），

但另一方面也使其無法建構出基於社會現代化和醫學專業化而產

生的專業倫理（Professional Ethics）、專業責任和病人權利系統。 
 

二、西醫初入中國造成的變化和遺留的問題 
 

雖然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歷史中醫生的社會地位發生過一定的

起伏變化，但在文化核心與基本社會制度沒有發生重大變革的情

況下，中國病人－家庭－醫生的關係的基本結構不會發生改變。

我們現在熟悉的西方近代醫學家長制下的醫患關係是建立在 19

世紀末西方醫學的生物科學化、專業化，醫生專業共同體組織建

立，現代醫院體系出現，以及醫療衛生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公共事

務和公共福利制度的建立等一系列複雜的社會變革的基礎之上

的。個人主義的權利觀念雖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社會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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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尤其是制度體系的變化絕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 世紀中

晚期隨著西方醫學和醫院進入中國，建構類似近代西方醫學專業

權威和醫患關係的努力也開始出現，但根據所面對的社會歷史條

件，當時醫學界主要努力的方向是確立醫生的專業權威和病人的

依從性。這一方向與帝制晚期中國醫生如徐大椿等的目標是一致

的，只不過採取了移植外來醫學制度的策略，並最終因為缺乏社

會整體環境的支持，並捲入了政治鬥爭而未盡全功。 

清代晚期進入中國的首先是傳教士醫生和教會醫院（診所），

傳教醫學具有知識、技術上的科學性和觀念、組織上的宗教性相

混合的特點，從而呈現出一種帶有危險性的邊緣化形象，造成一

般平民往往會對其保持警惕的態度，或者轉而用傳統的“巫醫”

經驗來解釋兩種醫療現象的差異，所以談不上什麼權威性。民國

以後，中國的醫學西化派主要是在三個方向上做出努力：第一，

引進西方生物醫學知識和技術；第二，建設西醫醫院；第三，按

照西方經驗建立現代醫政制度和醫學專業組織。這些與中國傳統

的醫療生活方式和醫患關係都具有根本性的差異，但基於當時西

醫的數量及其總體服務能力極為有限這個基本事實，它沒有也不

可能使中國人的醫療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的變革。 

西方醫學知識的傳入經歷了一個複雜而曲折的過程。根據皮

國立的研究（皮國立 2009，64-77），早期中醫界對新醫學的態

度可以唐宗海(1851-1897)提出的“中西醫匯通”為代表，但到了

1929 年廢止中醫風潮後，中國醫界思潮則以“廢止中醫”、“中

醫科學化”、“保存中醫”等帶有強烈對抗性的態度最為盛行。

在 1929 年的醫學改革運動中，雖然也不乏對中醫的知識科學性與

實踐合理性的辯難，但主題卻在運動的過程中逐漸被置換成了

“政治正確性”，如：褚民誼認為：中醫存廢之爭是“科學與非

科學之爭，進化與不進化之辨”；1929 年 2 月民國政府中央衛生

會議上余雲岫等人的提案被公認為“廢止中醫”之綱領性文字，

該提案強調，“今日之衛生行政，乃純粹以科學新醫為基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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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近代政治之意義者也。”（轉引自左玉河 2004，77-90）余

氏提案所設計六條“方法”，無一涉及到對中醫之知識與實踐合

理性的科學評估、考察和認證問題，而是利用政治力量，從中醫

之執業資格的國家認定入手，通過剝奪其在國家行政體制中的合

法性基礎來消滅中醫。而國醫界反抗廢止中醫案，也不與西醫就

中醫優劣問題作學理上的討論，而是強調西醫之“帝國主義背

景”和中醫的“民族屬性”來論證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將中醫存

廢置於政治意識形態層面進行論辯。 

在現代醫學通過其“科學”和“進步”獲得某種政治合法性

的同時（皮國立 2009，64-77）4，中國社會大眾並沒有真正建立

起對其內核的科學和理性精神的信仰與認同。西醫最初進入中國

的時候，民眾對西醫學應該是一種充滿了好奇心的實用主義態

度，即人們並不介意接受洋醫生“神奇”的治療手段，但對其內

涵的科學原理和理性主義精神是缺乏理解的。即使是進入民國之

後，隨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回歸和本土華籍西醫的增加，西醫也逐

漸成為中國人重要的醫療選擇之一，民眾也依然未必真的信從西

醫學的“科學權威”，而不妨根據具體醫療經驗和生活條件限制

來決定選擇何種醫學（皮國立 2016，218）5。 

與西醫學知識的科學話語迅速獲得了政治合法地位不同，現

代醫院制度、醫生專業共同體組織及其內涵的醫生權力不僅遇到

了強大的阻力，還不得不因應中國的社會現實而做出妥協和調

整。從進入中國開始，西醫醫院不得不對傳統中國醫學倫理經驗

做出妥協，打破醫院的空間和專業壁壘，引進中國固有的社會聯

繫，從而讓民眾逐步接受這一陌生的空間。即使進入民國以後，

 
(4) 對於醫學應該科學化的主張，中醫學界內部也不得不有所接受。中央國醫館

籌備大會主席陳郁清楚地宣示：“中央的同仁最大的目的就是以科學方式整
理國醫國藥，使其成為有系統的學術”，國醫館甚至還欲延攬西醫人才來為
國醫效力。 

 

(5) 以民國時期影響巨大的梁啟超被西醫生割錯腎臟一案為例，雖然梁 1926 年 6
月 2 日專門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聲明來為西醫辯護，但實際上他不僅抱
怨過西醫，也不斷尋求中醫生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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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及西醫院系統作為一個專業集團的力量還比較薄弱，其影響

力主要及於少數地區與少數人口（龍偉 2011，59-64）6，並不能

有效影響社會；同時，中西醫之間存在的幾乎無法調和的矛盾，

也使一個具有內部統一性的專業集團無法真正形成。 

19 世紀末西醫學在歷史中發展出來的專業權威和專業體制

以及近代醫學家長制下的醫患關係的形成，經歷了一個多種因素

相互配合、彼此推動的漫長過程，在這些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

中國的醫學和醫生無法建立起專業權威，也無法真正改造國人的

醫療習慣。 

民國時期很多學者都談到了現代病人或者有資格的病人的問

題（胡適 2012，序言 4），所謂“有資格的病人”，在當時的觀

念中具有如下要件：第一，對醫生和醫學要有信仰、服從與耐心；

第二，要能接受醫院作為醫療的主要場地並遵守醫院的規矩。余

雲岫在其《如何使中國科學醫之普及》一文中高呼：“傳統中國

病人本就是「醫學革命」的主要對象，西醫師當致力教育民眾如

何做一個「現代的病人」。……傳統的醫病關係，使得教育「現

代病人」的工作極難推行。在生存壓力之下，醫家每每放棄教育

民眾的責任，而順應著民眾錯誤觀念。如果國家束手旁觀，放任

病人自行擇醫，在這四種結構性力量的彙聚之下，醫學革命全面

成功之一日，勢必遙不可及。”（轉引自雷祥麟 2005，491-492）

這種觀念的出現，尤其是余氏對“病人自行擇醫”現象的專門批

判，恰恰說明其時中國的醫患關係和病人權利狀況主要還是傳統

式的。 
 

 

 

 

 
(6) 截至 1935 年，全國登記在冊的西醫師不過 5,390 人，不僅在人數上遠遠少於

傳統醫生，區域分佈也極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東南地區和大城市，如江蘇和
廣東兩省西醫師總數就佔全國 48.5%，上海一市就佔全國總數的 22%，內陸
和農村地區都主要還是傳統醫學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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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國成立初期醫患關係的政治化改造 

 

中共掌權之後，中國社會的醫患關係繼續演變。其中，醫療

衛生逐漸轉變為公共事務，由國家統一規劃和管理的衛生所、醫

院等逐漸成為醫療活動的主要空間，是新中國醫患關聯式結構發

生根本性轉變最重要的因素。相對而言，中醫學的科學性問題，

在經歷了建國初期廢止中醫的小插曲，國家將醫學發展戰略明確

為“中、西醫並舉”之後，就不再具有特別重要的影響了。 

50 年代公辦醫療制度的實現是國家大規模社會主義改造的

一個部分。舊中國的政府醫院、教會醫院都被收歸為社會主義國

有醫院，原來的私立醫院和私人開業醫生，則經過公私合營改造

陸續進入“公辦”序列。但這並沒有改變“廣大農民缺醫少藥、

得不到醫療”的現實，1965 年，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6.26”指

示，他將現實衛生工作中的缺陷賦予了鮮明的政治意義，甚至將

當時的衛生部命名為“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用以解

決問題的辦法，是通過培養、啟用農村赤腳醫生的辦法迅速解決

醫療供給的需要。到上世紀 70 年代，全國赤腳醫生總數已達 180

萬，加上 350 萬衛生員和 70 多萬接生員，中國農村彷彿冒出了一

支新的鄉醫大軍，就近為廣大農村人口提供便捷的醫療服務（周

其仁 2008，65-66 及 70）。 

這種“新鄉醫”的醫療組織模式，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傳統的

鄉土社會信任，通過土洋參用的技術組織和行走在田間屋頭的服

務模式，化解了病人與現代醫學專業制度之間的隔閡；另一方面，

則被附加了基於“為人民服務之國家行動”的政治正確性，使病

人對醫院和醫生的信任與愛戴和他們對黨和毛主席的信任與愛戴

結合起來，醫患雙方因此在一種強烈的階級情感中實現了連結與

合作（于淑芬 1966，6-8），病人在醫療過程中經由特定的政治

身份——接受服務的“人民群眾”——而獲得了某種平等地位和

一定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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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歷史時期的醫學改造運動給醫學專業活動賦予的政治

含義過於強烈，將醫生的組織管理、醫學知識的學習和教育，乃

至於疾病的原因解釋和具體醫療技術的使用都轉化為政治行動

（吳江縣革委會衛生局 1976，4-6；顧文海等 1975，65-66；韓尕

三 1975，26-27、30），病人的權利和要求也需要經過“科學”

和政治正確性的檢驗、解釋、說服和改造。政府權威的支持亦是

醫療活動在面對病家質疑時能夠得以實行的重要條件，按照醫生

自己的話來說，是“黨的支持和群眾的信任”保障了醫療活動的

順利實施。當病人不符合“醫學科學”或者“政治先進性”的意

願被視為某種需要改造的物件時，很難說這種醫患關係是真正平

等的或者所患者的權利得到了尊重。 

在病人與家庭的關係方面，隨著帝制時代的社會禮法秩序和

家庭權力結構被打碎，尤其是女性的地位有明顯的提高，病人在

自己的醫療生活中所遭受的傳統家長制的束縛有所鬆動，但這些

都並沒有在本質上改變以家庭整體作為醫療事務主體的結構。政

治話語並不能消解一切原有的倫理結構，尤其是當人們的日常生

活主要還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來組織的情況下，在前引于淑芬的

文章和熊學曾等（熊學曾等 1965，338-342）的文章中，各自記

錄了一個難產手術急診病例，每個案例中都明確提到了手術是在

“獲得家屬同意”的情況下實施的，這說明家屬參與甚至決定醫

療的權力結構一直得到了延續。雖然在這些案例中已經看不到那

種可決人生死的封建家長權，但病人家屬態度的轉化，未見的是

因為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認同，可能更與對專業醫療行動內涵的

科學和政治上雙重的正確性的服從有關。換言之，個人因為自己

作為人民群眾的一員而獲得的無差別的集體政治支援，構成了他

們對抗傳統家庭權力結構的依靠。這一點在後來的歷史浩劫中進

一步極端化，在一切傳統的社會和家庭秩序都被打倒的大環境

下，可以想像病人的權力將會如何衝破甚至打碎原有的家庭結

構，然後臣服於另外一種專制力量之下，在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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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新中國成立的最初 30 餘年中，強有力的國家政治結

構曾經完全統合了醫患關係，基於集體主義的平等話語賦予了病

人一定的權利，但它們和醫生的義務一樣，都必須經過科學正確

性和政治先進性的檢驗才能夠發揮作用，否則就會成為被改造的

對象。醫療的家庭干預雖然已經喪失了基於封建家長制的合理

性，但家庭作為一個整體所體現出來的意志，仍然會在其本身符

合政治正確性要求的情況下獲得一定程度的尊重。 
 

四、結語 

 

對中國歷史的回溯就在這裡暫時告一段落。回溯歷史的目的

始終指向現在，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中國醫學倫理學受到了西

方話語的第二次衝擊，西方現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病人自主權概

念開始進入中國大陸地區，並在今天形成了各種理念百家爭鳴的

熱鬧局面。但在今天的討論中，很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將病人自

主權概念放在中與西、古與今、傳統與現代、理論與現實的不同

層面分別進行概念化演繹甚至是對抗性的理論比較，而忽視了諸

因素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以及導致這些概念出現並發揮作用的

歷史環境。 

例如，我們現在很容易將西方病人自主權理解為個人主義的

規範倫理學概念，並進而將其與中國的病人家庭自主權對立起

來。但事實上，個人主義自主權概念在西方世界出現的時間也不

算很長（Katz 1984，2-3），在 19 世紀末之前的漫長歷史中，封

建家長制以及社會上層病人掌握醫療主動權，才是醫療生活的常

態。十九世紀以後，隨著醫學專業化、醫院制度和醫生專業組織

的逐步完善，醫學專業權威和醫學家長制才正式形成。倫理實踐

的變化就更加複雜，雖然早在 1914 年，“施倫多夫對紐約醫院學

會案”（Schloendorff VS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N.Y. 1914）

中，法庭裁決就確立了基於身體不受他人侵害的權利之上的病人

同意權（紐約上訴法院 1914），但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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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醫生向病人隱瞞其癌症的診斷而代之與家屬溝通都是非常常

見的現象，雖然這個時候《病人權利憲章》已經正式制定出來並

向全社會公佈。即使在今天，美國很多州的醫生所需要披露的仍

然只是“根據專業標準通常情況下需要提供的資訊”（斯坦福百

科全書 2011），而不是通常所想像的那種患者個人決定需要或者

想要獲得的資訊。在另一方面，雖然在法律上有能力的病人做出

醫療決策的權利是獨立的，但美國的家庭也是被家庭成員之間相

互的義務、責任和情感的網路捆綁在一起的整體（Nelson et al. 

1995，179），家屬也仍然在醫療決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如果對西方的誤讀主要影響的是學術形象，那麼對中國自身

情況的誤讀則有可能給實踐帶來很大的困擾。例如，邱仁宗先生

1987 年發表的文章是大陸地區最早提出病人自主權概念的文獻

之一，他認為“我國醫學長期以來也是這種家長或醫患關係模

型”，並以病人自主權作為反對這一模型的主要工具（邱仁宗 

1987，27-28）。這一理解是對歷史和當時狀況的雙重誤判：中國

古代長期存在的醫患關係模式是整合在社會禮法秩序下的病家主

導制，八十年代中國醫生的權力則更多是由醫療行政化和傳統人

際關係法則促成，而不是西方式的醫學家長制和專業權力體系。

以西方式的病人自主權反對西方式的醫學家長制是其題中應有之

義，但如果想要用它來解決中國臨床實踐中的病人權利問題，則

有可能無法起到理想的效果。事實上，從 1982 年頒佈的《醫院工

作制度》、1994 年頒佈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2002 年頒佈的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2005 年頒佈的《執業醫師法》和 2016 年

的《侵權責任法》，都在國家法律法規的層面明確了病人擁有知

情同意權，但它們在如何維護病人的自主權、正確界定醫生的干

涉權以及如何處理家屬的干預權等方面的規定卻一直都含糊曖

昧。其深層的原因就在於，那種基於個人主義權利體系下衍生出

來的病人自主權，既不符合中國醫學倫理生活傳統，也與中國目

前的醫療制度和社會法制體系不完全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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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隨著中國的醫患關係逐漸惡化，病人

自主權和醫生干涉權之間關係變得越來越複雜。隨著自主權的概

念逐漸普及，病方對於醫生應該如何更好地履行知情同意、尊重

個人自主選擇和保護病人的最大利益等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

醫療界也做出了積極的回應。但與此同時，中國病人的自主權又

出現了濫用的趨勢，在總體上比較糟糕的醫患關係和受到外部權

力因素過多干預的情況下，有越來越多的醫生開始採取自我保護

的醫療措施，把對自主權的尊重變成了推卸責任的手段。近年來

醫學倫理學和法學界興起的對醫生干涉權，尤其是醫生實施緊急

干預的具體規則的討論，本質上都是想要進一步明確醫生與病人

之間的專業權責關係，這仍然還是中國醫學現代化和專業化變革

的延續。在病人與家庭的關係方面，因為外部環境壓力如醫療仍

然高度依賴家庭的經濟和人力資源、社會觀念傾向於低估老年患

者的能力或對告知壞消息的後果做出負面評價，以及中國傳統的

家庭倫理價值觀等因素（廖鋒等 2014，543-545），臨床上醫生

還是很容易忽視病人的自主性而轉向與家屬合作，在某些情況下

甚至形成了醫生與家屬合謀侵害病人權利的現象（丁春艷 2007，

29-34）。近年來一系列被廣泛傳播和報導的案例，如 2007 年的

產婦丈夫拒絕簽字案和 2017 年產婦跳樓案，都引發了公眾和專業

人員對中國病人尤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病人（例如老人和女性）

的自主權和醫療利益保護狀況的擔憂。 

如何解決這個難題是目前中國醫學倫理學最重要的議題之

一，歷史反思也許不能告訴我們什麼是最正確的方法，但卻足以

向我們指出諸多需要避免的陷阱：中國的病人自主權問題是在漫

長的歷史過程和複雜的社會背景中形成的，它內在的觀念結構與

現代西方的“病人自主權”概念有巨大的差異，也與我們在與西

方理論對話過程中形成的概念化理解不完全相符；這一問題在中

國的發展或難題的解決，是傳統倫理觀念、社會生活方式和政治

結構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就不可能通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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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單一化的理念引進、制度改造或者政治運動就可以解決的。必

須把自己的思考投入到那個歷史與當下、理論與現實、中國與西

方糾纏在一起的真實的世界，才有可能發現問題的癥結並找到正

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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